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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赵梅春
(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学科突破了史部目录解题式的研究和撰述

模式，建立了以史学与时代互动为视点的史学史学科新体系;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在

古代史学批评、史学思想史、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等新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有关中国史

学通史与断代史撰述、专题史和个案研究向纵深发展; 重视学科基础建设，为中国史学史

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注史学发展最新趋势，探讨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史学发展

的影响。这些说明，中国史学史学科继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高潮之后迎来了又一发展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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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载《白寿彝史学论集》( 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03 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基本国策，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史学研究也迎来了学术的春天。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

史学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开拓，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如果说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

学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高潮，那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则是其发展的又一高潮，并且在广度和深度方面

远远超过了前者。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丰富方面，更体现在新的研究模式的建立与新研究领

域的的开辟、有关学科建设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对近现代中国史学和少数民族史学的重视，以

及史学发展中新问题的关注和探讨等方面。

一、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

新的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白寿彝在 80 年代初曾指出: 在新形势

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他认

为有两个问题要予以特别的关注，“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 第二，是史学的社会

作用的发展过程。”“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①这里所说的

“旧的躯壳”，是指 20 世纪前期受梁启超“史学史的做法”影响所形成的研究与撰述模式。这种模

式以史官、史家、史著为基本内容，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是其代表作。在白寿彝看来，“金毓黻就是

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做了简单介绍和评论。”《中国史学史》“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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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①，必须突破这一模式，史学史学科才能进入新阶段。
早在 20 世纪六十年代初，史学研究者就有建立新的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意向。当时因编写高校

文科“中国史学史”教材的需要，学者就史学史学科性质、任务、基本内容、中国史学史的分期以及

编写体例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试图超越梁启超模式。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白寿彝提出“把新的

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既是对被“文革”中断的学脉的延续，更是新时期史学研究者对史学史

学科建设期待的反映。
尽管在有关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研究任务、基本内容、分期等具体问题上，学者的认识不尽相

同，但基本上都赞成“作为一种学术门类，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发生、发展和各个时期史学活动状

况及其与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学科，它有着清理史学遗产、阐明史学演进过程、揭示史学发展

规律的任务。”②这种理念反映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窠臼，从史学与社

会互动的角度展示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阶段性特点与规律。如果说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史学

史研究还受书目解题式撰述模式的影响，那么九十年代以来已彻底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
有论者将这种新体系中国史学史概括为“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③，以别于史部目录

解题式研究模式。

二、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白寿彝所谓“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是要求史学史研究走出以史家、史官、史著为

主要研究对象的藩篱，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这是建设新的史学史科学的关键。改革开放

以来，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型、20 世纪中国史学、以及少数民族

史学等进行了探索和发掘，同时也关注中外史学的交流与互动，突破了史家、史官、史著范围，不断

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这里仅就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少数民族史学两个领域略作论述。
1． 有关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清理与发掘

20 世纪八十年代，在广泛引进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背景下，中国史学是否有理论这个问题

困惑着史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人。为此，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深入的清理和发

掘。郑敬高通过对古代史学理论的内容及其特点的考察，指出中国古代的史学认识达到了较高的

水平，形成了史学理论体系，并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④。杨翼骧、乔治忠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理

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并在表述上具有自己的特点⑤。
在发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方面，瞿林东、吴怀祺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以丰富的研究成果澄

清了人们在中国史学是否存在理论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瞿林东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

势》、《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等文中，高屋建瓴地阐述了中国

古代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发展脉络及其特点。所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

历史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阶段性特点，填补了有关古代历史理论研究的空白。所著《中国古代史

学批评纵横》从丰富的史学遗产中提炼出一系列史学批评范畴，并通过对这些范畴的梳理、分析，

建立起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吴怀祺所著《宋代史学思想史》以宋代重要的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为核心，从宋代社会

历史和社会矛盾出发探索宋代史学思想发展历程和特点。所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对中国史学思

想史进行贯通性考察，一方面将史学和经学、玄学、理学等思潮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以史学的“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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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主线贯穿中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以此把握中国史学思想的特质，从而体现出一种纵览全

局的通识。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作了更深入细致的发掘，

向世界展示中国史学丰富的理论成就。
瞿林东、吴怀祺有关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发掘，不仅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且为中国史学史

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和领域，即从史学批评和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特点。
此外，赵俊《〈史通〉理论体系研究》、罗炳良《十八世纪史学的理论成就》、白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

史论纲》、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等论著，也对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进行了发掘。
2. 有关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

将少数民族史学纳入中国史学史研究之中，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自觉的史学

意识。白寿彝指出:“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

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①“不写兄弟民族的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就不算完整。”②经过

他的努力，少数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学界共识。2007 年，北京师范大学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研讨论，主编了《中国少数民

族史学研究》论文集，推进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探讨，二是少数民族

史学成就的发掘，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修史活动和各少数民族史学成就的研究。在理论上，学者就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史料进行了讨论。瞿林东认为，中国史学发展中，凡是有关

各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少数民族政权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少数民

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的记述，包括其作者的思想和撰述活动等等，都

可视为少数民族史学范围。少数民族翻译汉文史书活动，也应视为其史学活动③。汪受宽、罗炳良

等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和补充④。周文玖则认为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只能是有关少数民族

史学家、以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史学著作、少数民族所建割据政权的修史机制和修史活动⑤。瞿林

东要求将汉文文献中有关少数民族历史记述的资料也作为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史料⑥，东人达认

为少数民族史学史料为少数民族文字史籍和口传史料，而以口传史料为主⑦。不难看出，瞿林东强

调的是历代有关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和认识，中国史学史上多民族史学的撰述传统，周文玖、东人

达关注的是少数民族在史学上的成就。这表明有关“少数民族史学”的理解还存在着分歧。
关于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研究，一是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史学、西夏史学受到重视。谢继

忠《五凉史学述略》⑧、赵荧《五凉史学述略》、《五凉史学家考》⑨概述了五凉史官设置、修史情况、史
家史书，及其对北魏史学的影响等，并对刘昞等 11 位史家事迹进行考证，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王

志刚《十六国北朝的史官制度与史学发展》瑏瑠、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瑏瑡等对十六时期

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官制度进行梳理、研究。乔治忠、王秀丽《十六国、北朝政权的史学及其历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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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义》①详细地考察了十六国、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建设，以及史学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
任菲菲《西夏史学述论》②概述了西夏史学发展过程、史家和主要成就，使人们对西夏史学有了初步

了解。而宁夏、甘肃、北京等地的学者在西夏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将促进西夏史学

研究。二是着重探讨史学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尤其是在历史文化认同中的作用。许殿才《魏

晋南北朝隋唐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向燕南《10 一 19 世纪历史文化认同意

识的发展》、吴怀祺《辽代史学与辽代社会》、吴凤霞《辽金元的经史翻译与历史文化认同》、何宛英

《金代史学与金代政治》、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等论著，对此进行了探讨。三是有关少数

民族政权史学研究专著的出版。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③系统地阐述了元代史学思想，指出

元代史学形成了世界性意识以及强烈的历史借鉴和经世思想。吴凤霞《辽金元史学研究》④展示了

辽金元时期多民族史学发展的面貌。乔治忠有关清代官方史学的系统研究为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

研究提供了范例。这些说明有关少数民族政权史学的研究已从零星走向系统。
对各少数民族史学作专门研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向中银《试论

彝族的重史传统》和《中国彝族古代史官制度初探》⑤，东人达《中国彝族古代史学概述》和《彝文古

籍与彝族史理论评述》⑥，对彝族史学传统、史官制度、史学理论都作了初步探索。东人达《南北朝

彝族女学者阿买妮评述》⑦分析了彝族史家阿买妮在历史记叙与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阿地力硕

士论文《维吾尔族史学发展研究( 八———十七世纪) 》⑧、吾斯江曼·亚库甫博士论文《16 至 19 世纪

维吾尔族史学史研究》⑨以维吾尔族史籍代表作为核心，分别对 8 至 17 世纪、17 世纪至 19 世纪维

吾尔族史学进行梳理分析。这两篇论文合在一起，就是一部维吾尔族古代史学史。吾斯江曼·亚库

甫还撰写了《维吾尔族历史记述的体裁与风格》、《〈伊米德史〉及史料来源》等多篇研究维吾尔族

史学论文。研究维吾尔族史家、史著的，还有刑剑鸿《略论〈伊米德史〉史学体裁体例兼其史料》、安
尼瓦·巴依图尔《毛拉穆沙·莎依然米和〈伊米德史〉》、阿布都鲁甫·甫拉提《毛拉穆萨·莎依然米及

维吾尔史学》、艾力·吾甫尔《关于佚名作者〈喀什噶尔史〉的几个问题》等。此外，从事维吾尔族史

和西域史研究的学者也对维吾尔族史籍进行评介和研究。如魏良弢在《喀喇汗王朝史稿》、《叶尔

羌汗国史稿》等文中分别对喀喇汗王朝、叶尔羌汗国时期的维吾尔族史籍进行评介。他所撰写的

《沙·马合木·楚刺思〈编年史〉》瑏瑠详细介绍了这部维吾尔族史书的版本、作者、书名、史料价值。王

尧、沈卫荣《试论藏族的史学与藏文史籍》瑏瑡有关藏族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与发展阶段的划分，对藏

族史学史的研究影响深远。孙林在系列个案研究瑏瑢基础上撰写的《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较系统地

梳理了藏族史学从起源到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及其阶段性特点，是第一部藏族史学史。王璞《藏族

史学思想论纲》以藏文史籍代表作为中心，展示藏族史学的发展和特点。刘凤强《清代藏学历史文

41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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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齐鲁学刊》2004 年第 4 期。
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0 年卷，社会文献出版社 2011 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贵州文史丛刊》1997 年第 4 期、《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史学理论研究》1995 第 1 期、《史学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贵州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
新疆大学，2006 年。
陕西师范大学，2011 年。
《民族研究》1987 年第 1 期。
《史学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3 期。
系列个案研究主要有: 孙林、张月芬《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和《藏族史学的起源与早期特色》，

孙林《分裂时期藏族史学的总体风格和特征》、《盟誓文诰: 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元明时期西藏的综合史书

的所反映的历史观念和笔法》、《伏藏著作在藏族史学发展史上的史学价值与地位》、《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 西藏宗教人

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从我国现当代藏族史学研究看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等。



献研究》将清代藏学历史文献区分为藏文文献和汉文文献，分别予以评介。蒙古族史学历来受到重

视，改革开放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留金锁以蒙文撰写了《十三世纪———十七世纪蒙古历史编纂

学》一书。乔吉 20 世纪 80 年代在《内蒙古社会科学》上连载《蒙文历史文献要览》，介绍重要的蒙

文历史文献。希都日古《17 世纪蒙古编年史与蒙古档案研究》对 17 世纪的蒙古族史学和文献进行

研究。乌兰《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研究为中心》对卫拉特蒙古史学和文

献进行研究，出版的《〈蒙古源流〉研究》一书对《蒙古源流》进行了考证研究。李德锋《14———17 世

纪蒙古族史学史述略》①对蒙古族史学发展、蒙古族史学与其他民族史学之相互影响进行了分析研

究。李松茂曾倡议编写回族史学史，并对回族史学史的编纂提出纲领性意见②。白寿彝主编的《中

国回回民族史》一书中的学术史回顾部分，可以说是一部简要的回族史学史。学者还对马以愚、傅
统先、金吉堂、马寿千、白寿彝、杨志玖等回族史家的学术成就进行了研究。

从以上有关论述可以发现，从事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学者，既有史学史研究者也有民族史研究

者，既有汉族学者也有个少数民族学者。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和少数民族学者的加入，在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史学研究中所存在的民族语言问题，促进了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发展。

三、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在开拓新领域的同时向纵深发展，提升了整体研究水平，这主

要表现在中国史学通史的撰述、断代史学的研究与撰述、史学专题的研究，以及史家、史著的研究等

方面，每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反映了四十年来史学史研究者的艰辛努力。
1. 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的撰述

改革开以来以中国史学史命名的通史性著作约有三十余部，这些著作反映了四十年来中国史

学史学科的发展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一方面保留梁启超“史学史做法”
的色彩，另一方面开始关注历史思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史部目录解题

模式向新的研究模式过渡的特征。如白寿彝《中国史学史》( 第一册) 在叙篇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

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等，这既是对 60 年代

有关史学史基本理论讨论的总结和完善，也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指示了方向。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基本上摆脱了“旧窠臼”，以“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

展过程”、“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为主线综合阐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并展示出各个历史时

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撰述的特点和水平。
该书纵向阐述史学自身的萌芽、发展过程，显示史学在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横向揭示

社会变动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展示中国史学的面貌。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多年专题和个案研究成果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学术水平普遍

较高，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乔治忠《中国史学史》、谢贵安

《中国史学史》等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推向了一个新高峰。如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从官方史

学、私家史学之互动探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历程与规律，从中外史学比较中探讨史学发展机制，关

注史学在民族融合中的作用，以及中国史学在东亚的影响等，显示出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的

深入。
2. 有关断代史学的研究与撰述、专题与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以来，在中国断代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专题与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

这是中国史学史学科走向深入的重要表现。瞿林东、乔治忠等在有关文章中对此已经做了较为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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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概述，此不赘述①。需要指出的是有关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断代史学

史研究的热点，无论是有关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宏观认识，还是具体研究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戴

逸、林甘泉、瞿林东、王学典等从不同的角度对 20 世纪中国史学进行整体估价。戴逸认为 20 世纪

中国史学有三个特点，一是进化史观的引进，二是唯物史观的学习与运用，三是理性精神的张扬或

曰理性的发醒。瞿林东认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

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与撰述，最大的教训是实事求是为史学的最高品格。王学典以史观派与史料

派的沉浮为主线梳理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脉络，认为百年中国史学可以说是史观派和史料派的对

抗史。在专题研究方面，贯通性的专题研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改革开放以来

在这方面成果颇为丰富。最近出版的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近代史学》、尤学工《20 世纪中国历

史教育研究》、朱慈恩《二十世纪中国通俗史学研究》、汪高鑫《二十四史的民族史撰述研究》等著

作，就中国史学发展的某一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多为创新之作。有关史家、史著的研究，是史

学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工作，史学名家名著则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也取

得了新进展，一些高水平的史家评传、史书研究著作不断出版。如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

〈汉书〉》②揭櫫班固撰《汉书》“过秦”“宣汉”主旨，改变了以往对班固与《汉书》正宗史学代表的刻

板印象，有助于恰当评价其在史学上的地位。

四、文献资料的建设

1980 年出版的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中国史学史论集》揭开了新时期中国史学史资料建设的

序幕。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王学典主编《20 世纪中国史学史编年》、龚书铎、瞿林东

主编《中华大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等，则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③按年代顺序汇集从先秦到明代有关中国史学的重要资料，举凡史家

的史学活动、史著成书过程与内容、史学思想、历史观念、官府修史和史馆设置等都囊括于其中，尤

其注意官修史书、史官制度方面的史料，也重视少数民族政权的史学活动，以“案”语的形式对有关

史实进行论辩、考证，所引史料皆标示出处。杨翼骧“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揽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

而致力于资料纂辑”④，以史料的形式呈现中国史学发展史。案语中有关史料年代的推断、史家生

卒年的考定，史实的考辨，体现了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学者认为，《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兼有很高

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是一部嘉惠后学的佳作。
杨翼骧去世后，乔治忠、朱洪斌对《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进行增订，一是对原书进行了修订，

如校改原书的错讹文字，增补一些必要的史料，调整或修改一些史料的系年，所增案语则题为“今

案”。二是续成清代部分。此卷义例仍依前三卷，但在史料的采择方面做了一些调整，如采录日本

藏中国史籍资料、清代档案资料，收录一些不属于史学范围却对史学发展影响很大的书籍、事项。
案语增加了一些学术信息和编者的判断。由三代学者接力完成的这部《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

年》⑤，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基础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20 世纪中国史学编年》⑥按年系事，再由事系人，由人及学，力图全面、详细地反映 20 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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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整体面貌。该书吸收了纪传、纪事本末、学案、专题研究之长，以弥补编年体的

不足，以便容纳更多的资料。与《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相比较，其内容更为丰富。凡是与史

学有关的政治、思想、文化大事，重要史学主张和史学思想的提出、重要史学论争与事件、史学理论

的建构、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重要考古活动、史学社群的活动、中外史学交流、历史教育等，以及

史家生平经历、学术交游，刊行的主要著作、文集及报告，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论文等，都

予以采录。在资料的辑录方面，也不像《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那样照录原文，而是对原始资料进

行概括，更多地反映编纂者对有关史学事迹的认识、评价。《20 世纪中国史学编年》是 20 世纪中国

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作，也是学者了解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入门之书。
《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①是一部大型类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所录资

料以史部为主，兼及经、子、集部。设有历史理论总部、史学理论总部、史学史总部，三个总部下设

52 部，部下视需要设纬目，辑录了有关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论述、有关史学的

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和论述方面的史料，以及有关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趋势、史学成果、史家

生平和著述等方面的史料。本书有关文献资料的分类，反映了编纂者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如将

历史理论分为论天人、论古今、论地理、论时势、论华夷、论国家、论正统、论分封、论兴亡、论鉴戒、论
风俗、论人物等十二部类，反映了编者对历史理论丰富内涵的认识。为方便学者参考和检索，本书

所录资料都有明确标目，包括书名、卷次、篇名等。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20 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从纵的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

资料和进一步探索的线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分典》则从横的方面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丰富的

文献。这三部著作共同构筑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基础建设的基石。此外。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姜胜

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刘杰华主编、叶振华、乔治忠、姜胜利等人撰《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

籍提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林平《宋代史学编年》、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王学典编《二

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瞿林东主编《20 世纪二十四史研究丛书》、乔治忠编《中国史学史经典精

读》、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和《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邬国义校《史学通论四种

合刊》、张越《史学史读本》、杨共乐总主编《〈史学史研究〉文选》等有关中国史学史文献资料搜集

整理之作，也对促进中国史学史学科基础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有关数字史学的探讨

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对历史研究资料的搜集、研究方式、人员的构成、成果的发表等，都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人们将网络时代的历史学称为网络史学、数字史学、量化史学或互联网时代的历史

学、信息化的历史学、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2015 年山东济南举办的第 22 界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第

四场会议的主题为“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就“数字化历史: 挑战和可能性”、“新工具、新叙事与

新历史”这两个议题进行研讨。所谓“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开展的历史学实践、演
示、分析和研究②，这反映了计算机信息时代史学的特点，可以用其来指称网络时代的历史学。史

学界有关数字史学的探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信息技术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二是数字化

时代史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三是历史研究者如应对大数据时代，旨在探讨历史学如何利用计算机

网络信息技术推动自身发展，以及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挑战。
1. 关于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网络信息技术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网络信息技术改变了史料的存在形态与史料检索、阅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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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的效率。首先是改变了史料存在形式，即在纸质载体史料之外，产生了主要以电子文本方

式存在的新样态史料。这种史料以网络为储存空间，既有传统典籍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所生成的

数字化史料，也包括在数字化时代产生的并以数字化方式存在的史料。其次，引起史料检索方式的

变革。学者指出:“数字化检索已经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

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①数字化检索一方面节省了查找史料的时间，另一方面实现了资源共享，

史学研究的效率因此提高，也使以往学者难以涉足的问题变得容易。陈春生指出:“传统条件下一

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对比、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

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 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

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唾手可得’。”②

再者，数字化时代主要依赖互联网、数据库检索研究成果和所需资料，很少有人系统读书。
第二，改变了历史知识传播的方式。互联网代替纸质媒介成为历史知识传播的主要平台，史

学成果传播的速度加快，互联网上发布历史知识无需审核，比纸质媒介更加灵活随意。这种发表的

自由和简便，为一些难以在纸质上发表的题材提供了空间，也为大众参与历史研究提供了舞台。
第三，历史研究成员结构发生了变化。获取史料的便捷与发表成果的自由，降低了从事历史

研究的门槛，历史研究向大众敞开了大门。学者指出: “互联网的普及和利用，特别是网络论坛和

微博这种‘自媒体’的出现，人人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并没有能实现，但人人成为历史的记录者、研究

者却有了现实可能性。”③网络时代，历史学家已不可能垄断历史知识的话语权了，非历史专业者大

量涌入历史研究领域，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甚至超过专业历史研究者。
第四，历史学形态发生了变化。发表的自由和历史研究成员结构的改变，引起了史学形态的变

革，一是从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姜义华指出，信息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在网络上书写自己的历

史，参与地方、国家历史的书写，发表对历史问题的评论，并借助于网络迅速传播，对专业历史学产

生了巨大冲击，“大数据时代推动历史学从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④李剑鸣将这种状况称之为历

史学的“民主化”:“同政治民主中的商议和决策辩论一样，史学中的‘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参与者的

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学术声音的多样化。”⑤二是从事实性史学向思想性史学转变，从知识性史学向

问题史学转变。李振宏认为，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所需历史知识，历史学家能够向社

会提供的不再是历史知识，而是他的思想个性、学识和判断力，他所形成的不同于他人的问题意识，

提出的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这样历史学也就从传统的事实性史学转变为思想性史学、知识性史

学发展成问题性史学⑥。
第五，贯通性的研究成为可能。进行贯通性研究，不仅需要学识和眼光，而且需要有丰富的历

史资料予以支撑。互联网时代，因史料搜集、存贮的便捷，以及数据库方法的使用，为贯通性研究提

供了资料和方法支撑。
尽管数字信息技术引起了历史学的巨大变化，但在史学研究者看来，这些变化大多发生在方法

层面，并没有引起历史观的变革，也没有改变历史学的学术性质。李剑鸣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

网络主要是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方式，却没有在历史观方面造成实质性变化。”⑦这种观点代表了大

多数学者对数字化时代史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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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数字化时代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

数字信息技术在促进史学研究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深思。所面临的

问题主要有: 一、如何处理史料检索与读书的关系，二、如何高效率处理和运用史料，三、如何保障历

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数字化时代，通过互联网、数据库检索资料，于是出现了以史料检索代替读书的史学研究现象。

面对这种现象，学者指出:“通过搜索获得的信息是支离破碎的。数字检索不能替代读书，是学界

的共识。”①因为，网络检索往往会将“隐性史料”遗漏，也会造成对反证材料的忽视。何况，还有不

少的史料尚未数字化。因此，学者强调在网络时代治史仍然需要读书，“在网络信息时代，认为有

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就可以轻松治史了，显然是不正确的。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

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②。
传统时代史学研究面临的是如何爬梳所需史料的问题，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是如何高效地处理

海量史料问题。刘爽指出: “数字化时代史学研究所面临的主要困惑之一，是史料的处理和运

用。”③王文涛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数字资料搜集方便快捷，衍生出新的问题: 如何高效处理检索

到的数字资料?”④

数字化时代出现的以检索代替读书，以粘贴伪装学问现象，使快餐式成果大量积累，历史学出

现了虚假繁荣。互联网在加速历史知识传播的同时，也为那些粗制滥造的所谓历史新诠释、历史新

故事争夺史学话语权提供了平台。因此，在数字化时代如何保证学术质量成为史学研究者不得不

关注的问题。
3. 关于数字化时代史学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数字化信息技术对史学研究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何应对变化了的史学，这是史学研究者

必须面对的问题。学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史学研究者在熟练地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之后，第一，

应加强史学基本功的修养，第二，应有人文情怀。
数字信息技术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要准确分析、鉴别和合理地运用史料，关键还

是史家的才识和学养。李振宏认为，利用互联网检索资料，省略了十分重要的阅读文献过程，因此

研究者对文献的理解、历史背景的把握、材料的分析全靠已有的史学专业基础。所以，在数字化时

代应更加重视史学研究者的专业基础训练。陈春生指出，数字化时代“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

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

分，毫无惊喜可言。”对历史学家的要求将从博闻强记转到见识方面。“历史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

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 ‘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时代衡量史学研究成果优劣高

低的更重要的尺度。”⑤因此，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和史识的培养十分重要。
数字化时代，因史料的异常丰富，微观史学研究将更趋广泛和深入，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也

将更趋严重。学者认为，史家一旦陷入史料的无限之境而不能自拔，就极有可能失去从整体上描述

历史的能力。沉溺于细节，史学的社会价值便无从体现，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史家需要有大情怀。
“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学科领域的话语权，史学家就必须借助大叙事高扬人文情怀。唯大情怀者才

能驾驭好大数据、利用好大数据，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⑥

互联网、数据库对史学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正在改变历史研究的方式、形态。有关数字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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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探讨，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就是对史学发展最新趋势的关注。这种探讨，旨在通过对数

字信息技术对史学所产生影响、史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迎接大数据时代挑战的分析，

促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六、有关中国史学史发展前景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研究的深入，以及文献基

础的建设等，标志着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情况下，如何超越已有成就，开

拓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成为学者所面临的新问题，正如瞿林东所指出的“‘历史科学的生长点

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①。近年来，不少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以下几个方面是学者为推动

史学史学科发展所提出的建议:

1. 加强理论研究，尤其是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瞿林东指出，中国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为

了展现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推动中国史学史进一步走向世界，应当把理论问题提到中国史学史研

究的重要位置上来②。李振宏认为，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还存在不少重大的理论问题，诸如史

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史学观念及其与历史观念的关系问题，史学观念与史学思想的关系

问题，史学观念与一代史学发展状况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研究这些理论问题，将

从整体上提升中国史学史学科的科学水平和学术品位，改善学科的基本状况③。
2. 开拓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李振宏指出:“每一个新的重大研究领域的开辟，都带来史学史

研究的一个新发展，新阶段。瞿林东先生、吴怀祺先生的史学史研究道路充分证明，新研究领域的

开辟对于拓展史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④这说明，开辟新领域是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3. 加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史发展新路向之一，在不久的将

来定会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乔治忠指出，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既要进行中西史学的比

较研究，也应进行中日、中朝( 韩) 、中越史学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发现史学在不同社会

背景下的发展，凸显史学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以此作为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将会带来中

国史学史认识体系的重大更新，促进研究水平的全面提升⑤。
4. 拓展研究视野。一是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

大环境中考察⑥。这样，有关中国史学在国际上的传播、交流及其影响，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二是在东亚视野下开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关注中国史籍的流播、演变，周边各国对中国史学的学习

与改进，并系统考察周边各国修史制度对中国的模仿和变异，从而为中国史学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和方向⑦。
5. 加强专题研究。要进行贯通性的专题研究，即以通识的眼光对某一专题作通的考察和论

述，这方面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研究。罗炳良认为，史学思潮、史学批评范畴是可供开拓的两个

重要领域。史学思潮的研究将有助于从更深层次认识中国史学发展规律，史学批评范畴的研究在

促进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同时，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有学术价值⑧。
6. 改进研究范式。关于现有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学者认为，在内容方面，应将史学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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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层面要素、史学与社会公众的互动纳入其中; 在研究方式上，应采用多学科方法，尤其要吸收社

会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此外，有关史学思想、理论的研究，应结合相关

的史学实践进行，应当将史学思想或理论的研究与史家、学派交往等活动结合起来，更好地从动态

中去把握史学的发展。同时，还须加强学术史的内涵，这样研究成果才能引起历史研究者的

重视①。
以上这些有关中国史学史今后发展路向所进行的思考。还应该补充的是，在数字化时代开拓

中国史学研究新局面，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数据库所提供的便利，探索那些以往因史料的限制难以

研究或还未解决的问题。互联网、数据库也为从事贯通性史学史专题研究提供了可能。这些都能

为史学史研究提供生长点。
回顾是为了发展，总结是为了开拓。通过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回顾，不难发

现，解放思想，转换思维，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关注中国历史学的最新发展，是中国史学史

学科发展的活水源泉。有此活水源泉，学者期待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必将再创辉煌。

① 胡逢祥:《关于改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范式之我见》，《史学月刊》2012 年第 8 期。

The Progress of Historiography Study in China in
the Four Decades of Ｒeform and Opening-up

Zhao Meichun

［Abstract］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f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made a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ince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creating
catalogues and interpreting historical books was outmoded，a new paradigm focusing on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times has been created． The research has extended to new fields，an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y of historiographical criticism，histor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unprecedented． Besides，issues of general Chinses history，history of dynasties，specialized history
have been studied in a deep-going way，and the sorting out of materials paves the way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historical research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ogress represent a new peak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ical after the previous one in
1930s － 1940s．

［Key words］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rogress

( 责任编辑 汪高鑫)

12

史学史研究 2018 年第 3 期


